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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 （ＧＨＧ） 排放国， 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挑

战。 这些挑战主要来源于城市， 因其占中国能源消费的份额最大。 ２００６ 年

的一项研究表明， 中国全部商业能耗的 ８４％ 发生在城市地区 （ Ｄｈａｋａｌ，
２００９）。

在经济学理论领域， 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是， 城市集聚会引起规模经

济、 技术进步和交易成本的降低， 并因此降低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此

外， 人口空间分布 （包括人口在城市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分布） 和经济活

动是影响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城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的能源消耗中心， 是应对全球和

国内能源相关挑战的关键。 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以及相关

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因此对中国的城市化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在过去的 １０ 年里， 城市化政策使得每年有超过 ２０００ 万的农村人口涌入

城市。 这一进程也得到了有利的区域发展政策和产业转移政策的支持。 由于

这些优惠政策会影响人口和相关经济活动的分布， 故而也会对环境产生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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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一些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一直考虑通过建立紧凑型城市来降低能源消耗

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一种假设是， 紧凑型城市较

其他类型的城市来说， 较少地使用私家车， 这会降低能耗和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 最近的一些理论和实证文献指出了一种影响机制， 即城市密度通过通

勤水平影响环境 （ Ｂｒｏｗ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Ｇｏｌｏｂ， ２００９；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ｈｎ， ２０１０；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一些针对发达国家样本的家庭层面的研究发现了强有

力的证据， 表明城市人口密度与通勤产生的能源消耗负相关 （Ｂｒｏｗ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Ｇｏｌｏｂ， ２００９；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ｈｎ， ２０１０； Ｃｉｒｉｌｌｉ ａｎｄ Ｖｅｎｅｒｉ， ２０１４； Ｓ􀆰 Ｌｅｅ
ａｎｄ Ｂ􀆰 Ｌｅｅ， ２０１４）。 然而，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城市密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Ｂｏｒｃｋ ａｎｄ Ｐｆｌüｇｅｒ， ２０１３；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城市密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体影响仍不能确

定。 因为研究人员仍在争论紧凑型城市在能源效率方面是否优于分散型城

市， 所以环境政策的制定者需要稳妥地采用一种全面的、 适用于全市范围的

政策， 而不是只考虑通勤或运输因素的影响。
本章的目标是对城市密度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实证

检验。 这对本章有三大贡献。 首先， 中国地级市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完整的面

板数据的使用， 使得我们不但可以控制时间不变的遗漏变量 （这些变量可

能会扭曲横截面估计）， 而且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样本选择偏差， 即避免了大

多数现有研究仅使用部分样本和以家庭为单位的调查样本的缺陷。 其次， 我

们研究了城市密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的三种体系， 包括市内通勤、 交

通运输和整个城市体系。 最后， 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 紧凑型城市比分散型

城市更环保。 然而， 我们也发现， 中国紧凑型城市的居民更多地依靠公共交

通运输方式， 也因此通过市内通勤造成了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本章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部门是数据和变

量； 第四部分介绍有关中国城市密度的一些典型事实； 第五部分进行实证分

析； 第六部分是结论。

文献综述

运输在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中的贡献占据很大份额， 并且这一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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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不断增大， 因此， 实证文献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城市密度对交通运输排

放温室气体的影响方面， 尤其是市内通勤方面。 Ｈｏｌｄｅｎ 和 Ｎｏｒｌａｎｄ （２００５）
对来自挪威大奥斯陆地区八个住宅区的住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在住房

和运输的能源使用方面， 密集型城市比分散型城市更环保。 同样地， Ｍｕñｉｚ
和 Ｇａｌｉｎｄｏ （２００５） 对西班牙巴塞罗那的 １６３ 个城市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
更密集的中心地区在通勤方面比周围地区具有更低的能耗。 基于 ２００１ 年美

国家庭交通情况调查的加利福尼亚子样本， Ｂｒｏｗｎｓｔｏｎｅ 和 Ｇｏｌｏｂ （２００９） 发

现每平方英里 （２􀆰 ６ 平方公里） 减少 １０００ 套住房 （４０％ ）， 会导致每户家庭

每年使用的燃料增加 ６５ 加仑 （２４６ 升） （５􀆰 ５％ ） 以及行驶路程增加 １２００ 英

里 （１９３０ 公里） （４􀆰 ８％ ）。 关于住宅密度对燃料使用率的影响， 增加的里

程导致 ４５ 加仑 （１７０ 升） 的差异， 其余 ２０ 加仑 （７６ 升） 与车辆选择有关。
Ｓ􀆰 Ｌｅｅ ａｎｄ Ｂ􀆰 Ｌｅｅ （２０１４） 发现， 翻倍的人口加权城市密度与家庭旅行和住

宅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有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４８％ 和 ３５％ 。
Ｃｉｒｉｌｌｉ 和 Ｖｅｎｅｒｉ （２０１４） 对 ２００１ 年 １１１ 个来自意大利的较大城市的横截面数

据分析后发现， 更小、 更紧凑的城市降低了通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以上研

究大多数基于以家庭为单位的横截面数据。
鉴于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的可得性问题， 还有一些文献集中在城市

密度对其他污染物 （如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和颗粒物） 的影响。 Ｈｉｌｂｅｒ 和

Ｐａｌｍｅｒ （２０１４） 对来自 ４５ 个国家的 ７５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 汽车和

人口密度的增加可以显著降低城市中心区的空气污染浓度。 汽车密度与污染

的负相关关系来自汽车密度对住宅和经济活动的分散化影响。 研究结果显

示， 私家车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实质上比预期的复杂。 Ｓ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 研

究了 ２００５ 年全球范围内 ８０３８ 个城市的数据样本后发现， 紧凑型城市能够产

生较低的污染物排放总量。
交通运输在欧盟 １５ 个国家和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的贡献分别占

２０％和 ３０％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８）。 据估计， 在中国地市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中，
运输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总排放量的 １８％ 。 交通运输在能量消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中起重要作用， 但是其他因素也会引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并且不容

忽视。 最近的研究还试图通过更一般的框架来探讨城市紧凑性对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影响。 Ｌａｒｓｏｎ 和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创建了一个城市仿真模型， 包括城市

内源性人口、 住房供求关系和通勤。 模拟结果表明， 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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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的影响不显著。 在更一般的均衡框架下， Ｇａｉｇｎé 等 （２０１２） 创建了一

个仅包括 ２ 个城市的城市系统模型， 研究发现， 理论上紧凑型城市的家庭不

一定更环保。 较高的人口密度可以减少通勤产生的二氧化碳， 但由于价格、
工资和地租的变化， 经济活动的迁移可能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 换句话说，
只有当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经济活动分布保持不变时， 紧凑性的增强才是环

境所需。 因此， 紧凑性增强可能不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当人们考虑到城

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活动可能迁移， 并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更高的人口密度

及其相关的后果时。 与 Ｌａｒｓｏｎ 和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Ｇａｉｇｎé 等 （２０１２） 不同的

是， Ｂｏｒｃｋ 和 Ｐｆｌüｇｅｒ （２０１３） 开发了一个新的经济地理模型， 解释城市内通

勤、 城际物品运输、 制造业、 农产品生产及住宅能源使用所产生的综合污染

物排放。 他们发现城市规模对污染的影响不明显。 这些结果基于理论分析或

模拟得出， 因此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来验证这些假设。
还有一些文献试图调查城市布局和规划对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０８） 使用来自 ４５ 个大城市的数据， 从

环境角度分析城市紧凑性的成本和收益， 得出的结论是： 许多中国城市的人

口密度通常小于可以最大化城市环境质量的临界密度水平。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４）
构建了二氧化碳经济效率 （国内生产总值与总二氧化碳排放的比率） 和二

氧化碳社会效率 （社会福利措施与总二氧化碳排放的比率） 的指标。 基于

３０ 个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城市紧凑性与二氧化碳经济效率正相

关， 与二氧化碳社会效益负相关。 Ｑｉｎ 和 Ｗｕ （２０１５） 研究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中

国 ２５ 个省份的数据后发现，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城市集中度之间存在非线

性关系。 更特别的是， 他们发现随着城市集中度的提高，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先增加后下降。 他们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城市集中度之间的钟形关系归因

于规模经济、 技术进步、 制度改革和产业结构变化等的相互作用。 Ｊｅｎｋｓ 和

Ｂｕｒｇｅｓｓ （２０００） 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来突出紧凑型城市的可持续特性；
然而， 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总是受到样本量小的限制。

一般而言， 由于数据限制， 大多数现有研究针对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

和欧洲城市的横截面家庭调查数据。 这种类型的研究有三个潜在的局限性。
第一， 横截面数据忽略了技术和结构随时间的变化， 这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某

些类型的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城市能源消费的行业构成和结构也

可能随时间变化。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 模型的倡导者认为， 随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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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增长， 污染首先增加， 然后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清洁技术的采用而下

降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４）。 这种下降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驱动， 例如环境规制、
环保意识增强以及污染工业的迁移等。 第二， 使用家庭数据的研究只考虑由

消费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忽视生产方面的排放。 然而，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重很大。 因此， 忽略了生产性二氧化碳排放

量可能会导致明显的结果偏差和不正确的政策影响。 第三， 在发达国家， 私

家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而在发展中国家， 公共交通如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是

最常见的。 根据 Ｚｈ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１） 的观点， 私家车在中国能源使用中占比

很小。
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收集城市层面的经济数据， 因此大多数实证研究

采用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横截面数据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 幸运的

是， 中国政府定期收集和报告城市水平的经济数据， 为从城市层面分析提供

了一个独特的数据库。 本章的目的是分析城市密度对市内通勤、 交通运输和

整个城市系统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数据和变量

我们的数据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的一系列官方出版物。 三个主

要来源是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ａ）、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

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ｅ）、 《中国统计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中国有 ２８７ 个城市是地级以上城市。 由于拉萨市大部分数据不可

用， 我们的面板数据集包括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２８７ 个城市中的 ２８６ 个城市。

能源消耗

因为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估计基于能源消耗， 我们首先需要估计

能源消耗量。 在本章中， 我们考虑四种主要的能源消耗： 煤炭、 煤气和液化

石油气、 运输以及城市供暖。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统计了每个城市电力、
煤气和液化石油气的原始年度数据。

作为福利制度的一部分， 集中供热是为中国北方城市 （指淮河以北的

城市） 提供冬季供暖 （从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下一年的 ３ 月 １５ 日）。 中小型工业锅

炉通过烧煤供热。 城市集中供热的数据可以从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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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 根据中国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１５３１７ － ２００９ “燃煤工业锅炉节能检验和

监测标准”， 我们采用 ７０％ 的热能效率。 根据热值、 热效率和平均低热值

（２０９０８ ｋＪ ／ ｋｇ） 的数据， 我们可以估计每个城市冬季供热的煤耗。
交通的能源消耗在城市能源消耗中占很大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 城市层

面没有直接提供运输的能源消耗数据。 然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却提供

了详细的陆路、 铁路、 水路和航空的货运量 （吨 ／公里） 和客运量 （人 ／公
里） 信息。 《中国统计年鉴》 提供了运输部门所有类型能源消耗的数据。 Ｌｉ
等 （２０１３） 报告了不同运输方式的能源消耗类型。 因此， 我们可以计算每

个运输模式的能量消耗强度。 通过城市级货运量、 客运量和每种交通模式的

能源强度数据， 我们还可以估计每个城市交通部门的能源消耗。 最终， 利用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的标准转换因子， 四个运输方式的能源消耗量被转

换为标准煤当量 （ＴＣＥ）。

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运输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基于前一节讨论的能耗数据估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如下：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ＣＯ２ ＝ δ１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δ２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 δ３ × Ｈｅａｔｉｎｇ ＋ δ４ × Ｆｕｅｌ （１）

在公式 （１） 中， δｉ （ ｉ ＝ １， ２， ３， ４） 是转换系数。 运输部门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与运输消耗的能源的计算方法是相似的。 燃料燃

烧和供暖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用煤气、 液化石油气和取暖用煤量结合相

关转换系数预估出来。 本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换算系数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

指导委员会的报告 （ＩＰＣＣ， ２００６）。
由于不同的城市使用不同的自然资源发电， 不同地区的电力转换系数显

著不同。 中国国家电网包括六个区域电网。 幸运的是， 近年来各区域电网的

基准排放因子由国家气候协调委员会预估和报告。 由于通过区域电网传输的

电力可能重复计算， 我们在各地区使用基准排放因子将电力消耗折算成二氧

化碳排放量。
市内通勤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国城市内的通勤方式包括公交车、 出租车、 私家车和地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中国有 ９ 个城市开通了地铁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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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沈阳、 成都、 武汉）， 但只有 ３ 个城市在本研究进行期间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有地铁运行： 北京、 上海和广州。 其余 ６ 个城市在研究样本的后

期建成地铁且只开通了一条线路。 地级以上城市中的私家车数据缺失，
Ｚｈ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１） 估计， 私家车只占公共交通的一小部分。 因此， 我们认为

地铁和私家车对市内通勤的贡献相对较小。 按照 Ｚｈ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１） 方法，
我们利用市内公共交通 （即公共汽车和出租车） 来表示市内通勤。 每个城

市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的数量在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是可查询的。 燃

料消耗量 （汽油和柴油） 是根据国家标准 ＪＴ ７１１ － ２００８ “营运客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计算得到的。 通勤消耗的汽油和柴油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可以通过 ＩＰＣＣ 指南 （２００６ 年） 里的转换系数计算得到。

因变量

本章的目的是研究城市密度对市内通勤、 交通运输和整个城市系统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因此， 我们使用以下因变量： 通勤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

排放量 （ＣＰＣＣＥｓ）、 交通运输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ＴＰＣＣＥｓ）、 城市

系统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ＵＰＣＣＥｓ）。

解释变量

城市密度

借鉴本研究领域的文献， 我们使用每平方公里的城市人口数表示城市密

度 （记为 ｄｅｎｓｉｔｙ）。 由于人口密度高可以缩短平均通勤距离， 城市密度对

ＣＰＣＣＥｓ 的影响预计是负面的。 然而， 正如一些研究人员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Ｂｏｒｃｋ ａｎｄ Ｐｆｌüｇｅｒ， ２０１３；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认为的， 城市密度

对交通运输部门和整个城市系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是复杂的。
因此， 城市密度对 ＵＰＣＣＥｓ 和 ＴＰＣＣＥｓ 的影响是不明确的。

收入水平

我们使用城市人均市内生产总值 （ＧＣＰ） 代表城市收入水平 ［记为 ｌｎ
（ ｉｎｃｏｍｅ）］。 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 预计

收入水平将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正相关。
能源强度

能源强度 （ＧＣＰ 的单位能耗， 记为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始终是环境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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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标准替代指标 （如 Ａｕｆｆｈａ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ｒｓｏｎ，
２００８； Ｄ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预计能源强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正相关。

产业结构变量

产业结构变量由第二、 第三产业的收入份额衡量， 分别记作 Ｓｅｃ＿Ｓｈａｒｅ
和 Ｔｅｒ＿Ｓｈａｒｅ。 产业组成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二氧化碳排放量。 首先， 不

同的行业在直接能源来源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 第二

产业通常比农业和第三产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其次， 第二产业是

资本密集型产业， 因此在货物运输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

反地， 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因此客运运输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因此， 为了全面掌握城市的产业组合随时间推移可能产生的变化， 第

二、 第三产业的产出份额被纳入研究范围。
贸易开放度

我们使用一个城市的对外贸易额占 ＧＣＰ 的比例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替代

指标 （记为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对外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在文献中被广泛

讨论 （Ｈａｌｉｃｉｏｇｌｕ， ２００９； Ｌｉｎ ａｎｄ Ｓｕｎ， ２０１０； Ｒ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企业可以

从对外贸易中获得清洁生产技术 （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然而能源密

集型产品的出口可能会增加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因此， 对外贸易对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的总体影响仍不明确。
外国直接投资

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上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东道国之一， 我们将外国

直接投资 （记为 ＦＤＩＹ） 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这一变量用一个城市实际利

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市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 外国直接投资与二氧化碳

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与 “污染避难所” 理论相关。 “污染避难所” 理论是

说， 来自环境法规严格的发达国家的高排放企业倾向于转移到环境法规薄

弱的发展中国家 （Ｋ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９）。 但是， 这种效应的经验证据仍然不

明确。
本章中， 城市密度是按实际居住人口计算的， 而不是通过户口 （户籍

制度） 计算的。 实际居住人口和外贸数据成交量是从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

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ｄ） 中得到的， 而管辖权、 名义 ＧＣＰ 和外国直接投资

数据是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ａ） 中直接获得的。 以 ２００７
年为基准年， 名义 ＧＣＰ 是通过省级特定地区生产总值 （ＧＲＰ） 平减指数排

８４４



中国的城市密度与碳排放

除通胀因素得来的。 具体的地区生产总值 （ＧＲＰ） 平减指数是从 《中国统

计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ｃ） 得到的。 表 １ 是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并揭示了不同城市之间巨大的异质性。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ＵＰＣＣＥｓ（吨 ／ 人） ２􀆰 ６４０ ４􀆰 １５６ ０􀆰 ０６７ ４８􀆰 １３７

ＴＰＣＣＥｓ（吨 ／ 人） ０􀆰 ３９７ ０􀆰 ３９９ ０􀆰 ０３３ ３􀆰 ４７４

ＣＰＣＣＥｓ（吨 ／ 人） ０􀆰 ０４７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１ １􀆰 ２２８

城市密度（人 ／ 每平方公里） ４１３􀆰 ３ ３１１􀆰 ８００ ４􀆰 ７００ ２５６５􀆰 １００

收入（万元 ／ 人） １􀆰 ８６９ ２􀆰 ３１４ ０􀆰 １６３ ３２􀆰 ０６６

能源强度（吨 ／ 千元） ０􀆰 ３０６ ０􀆰 ２５７ ０􀆰 ０５９ ２􀆰 ８７１

第二产业份额 ０􀆰 ４８１ ０􀆰 １１６ ０􀆰 ０９０ ０􀆰 ９１０

第三产业份额 ０􀆰 ３５８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６ ０􀆰 ８５３

贸易开放度 ０􀆰 ２７８ ０􀆰 ７７９ ０􀆰 ０００ ２６􀆰 ９７０

ＦＤＩＹ（ＦＤＩ ／ ＧＣ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０ ０􀆰 ４２０

　 　 数据来源： 笔者计算。

中国城市密度程式化事实

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相较于其他国家， 中国耕

地短缺。 例如， ２０１１ 年， 中国人均耕地约为 １０２３ 平方米， 约占全球平均水

平 （２５００ 平方米） 的 ４０􀆰 ９％ 。 中国政府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实施严格的土

地调控政策， 导致城市密度持续增加。
图 １ 展现了平均城市密度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１ 年的变化。 在中国三大地

区， 东部地区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比中西部地区高出很多。 根据 《中国统

计年鉴》 （ＮＢＳ ２００８ － １２ｃ） 的分类标准， 通过人口数量我们可以把城市分

为五种类型： 小城市 （小于 ５０ 万人）、 中小城市 （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人）、 中等

城市 （１００ 万 ～ ２００ 万人）、 大城市 （２００ 万 ～ ４００ 万人） 和特大城市 （４００
万人以上）。 我们发现， 城市密度与城市规模高度相关 （见图 ２）。 特大城市

平均人口密度是小城市的 ６􀆰 １１ 倍。 在中国， 由于行政权力的分布不均，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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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好的公共服务———如教育、 医疗和公共设施———集中分布于大城市。 这

导致了大城市的人口进一步集中， 因此接下来的数十年， 城市密度增加的趋

势更为明显。

图 １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城市密度演化

图 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

实证分析

探讨城市密度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建立公式 （２） 如下：

ＰＣＣＥｓｉ，ｔ ＝ φ０ ＋ φ１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Ｚｉ，ｔβ ＋ η ｉ ＋ Ｔｔ ＋ εｉ，ｔ （２）

在公式 （２） 中，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表示一个城市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的自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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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Ｚ ｉ，ｔ记为控制变量的向量， 包括收入水平、 能耗强度、 资本密度、 产业

结构、 贸易开放度和 ＦＤＩ。 φ０ 是常数， φ１ 是标量， β 是参数向量。 变量 ηｉ

捕捉城市固定效应， 用来表示不可观测的、 时间不变的城市特色。 Ｔｔ 是年

固定效应， 用于控制不可观测的、 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冲击， 对所有城市都是

一样的。 εｉ，ｔ是误差项。

我们对于市内通勤、 交通运输和城市系统的每个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ＰＣＣＥ） 进行了不同的估计 （见表 ２ ～表 ４）。 每张表的列 （１） 给出了普通

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计。 然而， 由于没有控制可能出现的时间不变的城市

特性和时变的年度固定效应， ＯＬＳ 估计可能会有偏差。 因此， 我们在列

（２） 列出了城市固定效应， 列 （３） 是城市固定效应与年固定效应。 引入豪

斯曼检验来检查应该采用哪种回归方法。 通过广义矩方法 （ＧＭＭ） 来解决

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列 （４） 是一个进一步的稳健性检查。

城市密度和通勤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ＣＰＣＣＥｓ）
对于市内通勤的回归结果列在表 ２。 由列 （１） 可知城市密度的系数显

著为负。 这一发现表明， 市内通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人口较稠密的城

市低。 这个结果可能由于缺乏对城市特征的控制而出现偏误。 如表 ２ 的列

（２） 和列 （３） 所示， 在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后， 结果彻底反转。 列 （２）

的估计结果整体上与列 （３） 一致。 城市密度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 表明城市密度越高， 通勤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 考虑到市内

通勤模式的差异， 这一结果与以往根据发达国家的家用车辆的数据得到的研

究结果不同。 原因之一是， 中国规模较大和人口较密集的城市的居民更依赖

于公共交通， 而规模较小和人口分散的城市的居民更多地依靠自行车和摩托

车。 通勤产生的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与理论上的结果一致， 即增加人口密度

可能会产生更高的市内通勤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在

ＧＭＭ 估计方法下， 列 （４） 中城市密度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尽管仍然

是正的。

ｌｎ （ ｉｎｃｏｍｅ） 的系数在所有估计中都是正的， 在表 ２ 的第 ２ 列里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通勤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收入水平之间具有正

相关关系。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的系数为正且在固定效应估计中显著。 然而， 其他控制

变量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ｅｃ＿ Ｓｈａｒｅ， Ｔｅｒ＿ Ｓｈａｒｅ， ＦＤＩＹ） 的系数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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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密度和交通运输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ＴＰＣＣＥｓ）
对于 ＴＰＣＣＥｓ 的估计结果列于表 ３。 城市密度系数在四个回归中的交

通运输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为负， 表明在整个运输网络中， 较

高的城市密度与较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很强的相关性。 换句话说， 就运

输部门而言， 人口密集的城市比人口分散的城市更环保。 这个结果与对通

勤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计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 考虑到交

通运输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同城和城际客运和货运， 对于这一

结果也就没有那么惊讶了。 对 ＣＰＣＣＥｓ 和 ＴＰＣＣＥｓ 相反的评价结果突出了

计算交通运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复杂性。 虽然一些理论研究试图将

城际货物运输纳入他们的分析框架， 但是交通运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与城市密度的关系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解释。 此外， 实证证据表明， 中国

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市场一体化 （ Ｂ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０５； Ｌｕ
ａｎｄ Ｔａｏ， ２００９）。 因此， 中国大多数城市往往比发达国家城市的自给自足

能力更强。 中国区域市场的分割减少了城市间的交通运输， 特别是较大的

城市之间。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更稠密的城市在运输方面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更少。
与 ＣＰＣＣＥｓ 的结果对比， 在对 ＴＰＣＣＥｓ 的估计中， 许多控制变量变得

显著。 ｌｎ （ ｉｎｃｏｍｅ） 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二氧化碳排放

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能源强度系数在四个回归中在 １％ 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 说明能源强度对交通运输部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着

强烈而积极的影响。 Ｓｅｃ＿ Ｓｈａｒｅ、 Ｔｅｒ＿ Ｓｈａｒｅ 和 ＦＤＩＹ 的回归系数在城市固定

效应的估计中是显著的， 而开放程度的系数在表 ３ 中的全部回归中都不

显著。

表 ２　 ＣＰＣＣＥｓ 的决定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０􀆰 ００９００∗∗∗ ０􀆰 １０４∗∗∗ ０􀆰 １０５∗∗∗ ０􀆰 ００７５８

（０􀆰 ００２６９）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０９０８）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０８２４∗∗∗ ０􀆰 ００２０２∗∗∗ ０􀆰 ００１４７ ０􀆰 ０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０７２８） （０􀆰 ０００７６７） （０􀆰 ０００９１９） （０􀆰 ００１１０）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０７２２∗∗∗ ０􀆰 ０００１３３ ０􀆰 ０００１７１ ０􀆰 ０００７２７∗

（０􀆰 ０００３４１） （０􀆰 ０００３５５） （０􀆰 ０００３５６） （０􀆰 ０００４１１）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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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Ｓｅｃ＿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７０９∗∗∗ － ０􀆰 ００６８１ － ０􀆰 ０２０２ ０􀆰 ００６２４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１８３）

Ｔｅｒ＿Ｓｈａｒｅ ０􀆰 １５９∗∗∗ ０􀆰 ００６８９ － ０􀆰 ００７７９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３２０）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 ０􀆰 ００８５６∗∗∗ ０􀆰 ００６４８∗∗ ０􀆰 ００７０２∗ ０􀆰 ００４２０

（０􀆰 ００２７６） （０􀆰 ００３１６） （０􀆰 ００３５８） （０􀆰 ００４４６）

ＦＤＩＹ ０􀆰 １１３∗∗∗ － ０􀆰 ００７９６ － ０􀆰 ００８１４ －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２７５）

ＣＰＣＣＥｓｔ － １ ０􀆰 ５８６∗∗∗

（０􀆰 ２１５）

常数项 － ０􀆰 ０８７０∗∗∗ －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０１０７ － ０􀆰 ００４２６

（０􀆰 ００９５５）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１８７）

样本数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１１４４

调整后 Ｒ２ ０􀆰 ６５５８ ０􀆰 ２９１３ ０􀆰 ２９６１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３５０（０􀆰 ００）∗∗∗ ３５３（０􀆰 ００）∗∗∗

Ａｒ（１） ０􀆰 ０１７

Ａｒ（２） ０􀆰 ０７２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２３􀆰 １８（０􀆰 １０９）

　 　 注： ∗∗∗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

中为稳健标准误差。

表 ３　 ＴＰＣＣＥｓ 的决定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０􀆰 １４４∗∗∗ 　 － ０􀆰 ５３４∗∗∗ － ０􀆰 ４９４∗∗∗ － ０􀆰 １７６∗∗∗

（０􀆰 ０３１１） （０􀆰 １３７） （０􀆰 １３４） （０􀆰 ０５５３）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４２０∗∗∗ ０􀆰 ０８９７∗∗∗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０９２０）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１２５）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３７８∗∗∗ ０􀆰 ０６０３∗∗∗ ０􀆰 ０６１７∗∗∗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０６１５）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１４２）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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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Ｓｅｃ＿Ｓｈａｒｅ １􀆰 ０６５∗∗∗ １􀆰 ０５４∗∗∗ ０􀆰 １４３ ０􀆰 １０７

（０􀆰 ０９１６） （０􀆰 ２１４） （０􀆰 ２２７） （０􀆰 ２２３）

Ｔｅｒ＿Ｓｈａｒｅ １􀆰 ３７７∗∗∗ ０􀆰 ５３５∗ － ０􀆰 ２５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５３） （０􀆰 ３０３） （０􀆰 ３１２） （０􀆰 ２８７）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７５６ ０􀆰 ０５７５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６８４） （０􀆰 ０７３６） （０􀆰 ０６９５）

ＦＤＩＹ １􀆰 ７６１∗∗∗ ０􀆰 ９５２∗∗ ０􀆰 ８８６∗∗ ０􀆰 ３２４

（０􀆰 ４０１） （０􀆰 ４０９） （０􀆰 ３９８） （０􀆰 ５０５）

ＣＰＣＣＥｓｔ － １ ０􀆰 ９８４∗∗∗

（０􀆰 ０７９９）

常数项 － ０􀆰 ７７４∗∗∗ 　 － ０􀆰 ４７４∗∗ ０􀆰 ３１３ － ０􀆰 １７１

（０􀆰 ０７５１） （０􀆰 ２０２） （０􀆰 ２２９） （０􀆰 １９５）

样本数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１１４４

调整后 Ｒ２ ０􀆰 ３７８４ ０􀆰 ２５８９ ０􀆰 ３０５０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５３􀆰 ７１（０􀆰 ００） ４１􀆰 ４９（０􀆰 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２６􀆰 ２８２（０􀆰 ０６９５）

Ａｒ（１） Ｐ ＝ ０􀆰 ０００

Ａｒ（２） Ｐ ＝ ０􀆰 ６１１５

　 　 注： ∗∗∗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

中为稳健标准误差。

城市密度和城市系统相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ＵＰＣＣＥｓ）
对 ＵＰＣＣＥｓ 的回归结果列于表 ４。 与 ＴＰＣＣＥｓ 的估计结果类似， 城市密

度系数在所有回归中为负且显著。 然而该系数比对 ＴＰＣＣＥｓ 的估计系数大。
这可能意味着城市密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不限于交通运输部门， 也可

以通过其他渠道， 如住宅采暖和空调、 公共设施共享等。 对比前述观察结

果， 本研究表明， 人口更稠密的城市在市内通勤方面可能不如分散的城市更

“绿色”， 但他们的交通运输部门和整个城市系统更环保。 这些研究结果不

支持一些最近的理论研究里提出的有关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城市密度之间的关

系的争论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Ｂｏｒｃｋ ａｎｄ Ｐｆｌüｇｅｒ， ２０１３；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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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预期的那样， 收入水平和能源强度仍然是 ＵＰＣＣＥｓ 的关键因素。 考

虑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还会持续提高， 减少能源强度将是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主要途径之一。
与 ＣＰＣＣＥｓ 和 ＴＰＣＣＥｓ 回归结果相比， ＵＰＣＣＥｓ 回归结果中 Ｓｅｃ＿ Ｓｈａｒｅ 的

系数都为正且显著， 表明在城市中第二产业的增长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 同样地， ＦＤＩＹ 的系数在所有回归中为正， 且在列 （２） ～ 列

（３） 中显著。 考虑到 ＦＤＩ 的绝大部分流入了中国的制造产业， 外商直接投

资量的增加会使城市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 然而， Ｔｅｒ＿ Ｓｈａｒｅ 和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的

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显著的， 表明第三产业和贸易开放度对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影响不太显著。

表 ４　 ＵＰＣＣＥｓ 的决定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１􀆰 ５３８∗∗∗ － ２􀆰 ２４９∗∗∗ － ２􀆰 １４４∗∗∗ － １􀆰 ５６２∗∗∗

（０􀆰 ２３０） （０􀆰 ７５３） （０􀆰 ８１３） （０􀆰 ３５０）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６５０∗∗∗ ０􀆰 ６１３∗∗∗ ０􀆰 ５４２∗∗∗ ０􀆰 ４６３∗∗∗

（０􀆰 ０６３７） （０􀆰 ０９５５） （０􀆰 １３４） （０􀆰 ０７９０）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８５５∗∗∗ ０􀆰 ５２９∗∗∗ ０􀆰 ５２８∗∗∗ ０􀆰 ６７８∗∗∗

（０􀆰 ０８０４）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６） （０􀆰 １４２）

Ｓｅｃ＿Ｓｈａｒｅ ７􀆰 ６５３∗∗∗ ３􀆰 ２４５∗∗∗ ２􀆰 ２４６∗∗ ３􀆰 ４１８∗

（０􀆰 ８２９） （１􀆰 ２３４） （１􀆰 １１０） （１􀆰 ９９６）

Ｔｅｒ＿Ｓｈａｒｅ － ０􀆰 ５２７ １􀆰 ６５９ １􀆰 ２８３ １􀆰 ７１６

（１􀆰 ３０４） （１􀆰 ８６３） （１􀆰 ４７５） （２􀆰 ２９８）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０􀆰 ４３５∗∗ － ０􀆰 １９５ － ０􀆰 ３２０ ０􀆰 ００８３５

（０􀆰 ２２１） （０􀆰 ２９１） （０􀆰 ３１３） （０􀆰 １９６）

ＦＤＩＹ ２􀆰 １０６ ３􀆰 ８０３∗∗ ３􀆰 ５９６∗∗ １􀆰 ９７０

（１􀆰 ８９８） （１􀆰 ７６６） （１􀆰 ７８３） （１􀆰 ６４９）

ＣＰＣＣＥｓｔ － １ ０􀆰 ３６９∗∗∗

（０􀆰 １０５）

常数项 － ４􀆰 ３６３∗∗∗ 　 － １􀆰 ４４７ － ０􀆰 ７１５ － ２􀆰 ９４９∗

（０􀆰 ６１６） （１􀆰 ２８５） （１􀆰 １７４） （１􀆰 ７０３）

样本数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５５４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１ 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６６２３ ０􀆰 ６０６２ ０􀆰 ５７９６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５９􀆰 ７２（０􀆰 ０００） ６４􀆰 ９６（０􀆰 ０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 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１） Ｐ ＝ ０􀆰 ２８９９

Ａｒ（２） Ｐ ＝ ０􀆰 ４６５７

　 　 注： ∗∗∗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

中为稳健标准误差。

结　 论

本章采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２８６ 个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 研究了城市密度

对市内通勤、 交通运输和城市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城市密度与交通运输部门和城市总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显著负相关， 但与市内公共交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正相关。 这一结

果不支持最近的一些理论研究中紧凑型城市比分散型城市更不环保的论证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Ｂｏｒｃｋ ａｎｄ Ｐｆｌüｇｅｒ， ２０１３；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ｅｚｅｒ， ２０１４）。
本章的研究结果还突出了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通勤模式的一些显著差异。
特别是， 中国城市更多地依赖于公共通勤模式， 而发达国家的城市更多地

依赖私人汽车。
由于严格的土地规制， 中国越来越多的公寓楼拔地而起， 以适应农村人

口涌入城市的快速城市化政策。 由于这一趋势， 中国城市比大多数发达国家

的城市更加紧凑。 然而， 近几十年来， 城市密度的增加主要原因是节约土地

政策而不是环境问题。 但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 这些紧凑型城市规划从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角度是积极的。
然而， 更广泛的环境政策应基于对城市系统产生的各种污染物 （例如

二氧化硫、 颗粒物和二氧化氮） 的综合评估。 为此， 迄今为止发表的研究

应被视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城市系统理论的初探 （ Ｇａｉｇｎé ｅｔ ａｌ􀆰 ，

６５４



2012）。本章的研究结果对此做出了贡献，并有利于鼓励学者、城市规划

者和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城市密度增加的一系列后果。要知道，今天选择

的城市化模式未来将对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应该尽可能仔细、谨慎

地考虑。

当然，本章的研究结果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的数据来源

不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直接区分城内和城际交通。此外，城市公共通勤数

据排除了私人车辆使用部分的数据。鉴于中国私人车辆使用率的快速增长，

通勤方式在未来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考虑上述变化，研究结果可能会

有所变化。虽然城市层面的数据是不完美的，但它们是目前可用的最好的数

据。其次，由于城市密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因此研究

也受到了限制。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揭示更多的影响机制和它们的作用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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